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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與希臘－羅馬文學的對話1 
—以《約翰福音》和《奧德賽》為例 

 
洪曉純 
中山大學中文系（珠海）副研究員 
 
 
 

摘要 
 

《新約》文本醞釀於希臘－羅馬文化與猶太傳統的互

動之中，在其中吸收了希臘－羅馬世界的文學資源，但不

是單純的模仿。本文以《約翰福音》和《奧德賽》為例，圍

繞認識論來展開兩個文本之間的對話。兩者都講述王者回

歸故土並與「自己的人」相遇的故事，但奧德修斯的身份最

終被眾人所知，而真正認識耶穌的只是少數。兩個文本都

將認識活動與「看」這一動作關聯起來，都借助「發現」場

景來探討「認識」的問題，但荷馬肯定了「眼見為實」的認

識觀，展現古希臘人從神話思維到理性思維的過渡階段；

而《約翰福音》的作者則提出一種以啟示和信仰為旨歸的

認識觀。概而言之，與希臘－羅馬文學的對話有助調整《約

翰福音》研究的焦點、追溯基督教文學的源頭以及更好地

展現《新約》的文學價值。 
 
關鍵詞：《新約》  希臘－羅馬文學  《約翰福音》 

《奧德賽》 

                                                             
 1. 本文為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三五」規劃項目「1 世紀基督教與『希臘化基督教』關

係研究」（編號：GD18CLS03）階段性研究成果。感謝匿名評審所提出的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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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論：《新約》與希臘－羅馬文學對話的合理性 
《新約》文本以通用希臘語（Koine Greek）書寫，基

本面貌形成於一世紀後期（個別書卷或成於二世紀初）的

羅馬帝國，但希臘、羅馬的歷史處境和文化傳統對文本的

內容構成和形式塑造曾產生哪些影響卻需要深入研究和仔

細論證。作為一世紀基督教歷史見證的《新約》文本，反映

了這一新興宗教如何脫胎於其母體宗教—猶太教、如何

與之共處、如何形成獨立的宗教身份的過程。那麼，在《新

約》作者的視野中，猶太傳統與希臘－羅馬傳統究竟各自

扮演何種角色，在文本的撰寫過程中又如何互動，則成為

新約學者們聚訟不已的話題。2確切地說，「兩希」文明的

互動並非肇始於《新約》作者，發端於公元前三世紀的「希

臘化猶太教」（Hellenistic Judaism）早已從思想和經驗層面

上開啟這種互動：不僅在於亞歷山大的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所突顯的猶太與希臘思想融合的成果，更在於

其所囊括的猶太教三百餘年來應對異教文化及帝國統治的

切身經驗。3這種經驗的複雜性，在早期基督教運動中得到

回響，形成《新約》正典及其典外文獻所反映的多元立場。

無論是「保羅書信」對不同基督徒群體的教導，還是福音書

對耶穌生平的各種敘述，亦或是《使徒行傳》對以保羅為中

心的、最初的福音傳播情況的呈現，其背後都隱含着強烈

的身份認同訴求而不僅僅是一種「如其所是」的歷史記錄。

                                                             
 2. 這方面的討論基本是宗教歷史研究與文本研究的結合，涉及的文本除了《新約》正典，

也包括典外文獻，可參見 Peder Borgen, Verson K. Robbins, & David B. Gowler, 
Recruitment, Conquest, and Conflict: Strategies in Judaism, Early Christianity, and the Greco-
Roman World (Atlanta, GA: Scholars Press for Emory University, 1998)。 

 3. 柯林斯（John J. Collins）通過對《七十士譯本》、《所羅門智訓》等《舊約》典外文獻
以及「死海古卷」的解讀，來探討「希臘化猶太教」的具體處境，包括古代是否存在「反
猶主義」等問題，詳參 John J. Collins, Jewish Cult and Hellenistic Culture. Essays on the 
Jewish Encounter with Hellenism and Roman Rule (Leiden·and Boston: Brill, 2005)，尤其是
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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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基督教面對的身份難題比希臘化處境中的猶太教更為

複雜，其對希臘－羅馬文化的吸收，也逐漸隱含了更多的、

與猶太文化之間的張力。 

德國聖經學者戴歌德（Gerd Theissen）提出從象徵符號

的角度來理解《新約》書寫的內在機制。他認為宗教是「一

種文化的符號語言，這種語言承諾了通過對一種終極實在

的回應來獲得生命」，並提出這種視域之下宗教的三種特

徵：符號性、系統性和文化性。4戴歌德並不滿足於如傳統

的聖經批判學一般提出關於《新約》的各種歷史性假說，以

此來完成文本與處境之間的連接；相反，他借助符號學的

視角來解釋兩者之間的關係，並認為基督教的產生是一種

借助符號語言來改造人的生活世界的詮釋活動。儘管戴歌

德的「符號語言論」並不限於文學語言，還包括儀式等，但

他啟發我們從文學的社會功能這一角度來理解《新約》作

者對各種文學技巧的運用，突顯其參與社會話語建構的主

動性。另一方面，戴歌德提出一種「雙重的視角」來理解原

始基督宗教的符號語言，即「來自內部的視角」和「來自外

部的視角」，並強調兩種視角之間的溝通。5換言之，早期

基督教的各種符號化方案，可以被視為這些最初的信仰群

體在自我與他者之間所展開的一系列對話。作為諸種具有

對話性的符號語言的集合，《新約》既離不開作為基督教母

體文化的猶太教傳統，也涵括了古代希臘、羅馬文化的浸

染與挑戰。這反映在文本的層面上，便是對猶太文學與希

臘－羅馬文學（下文簡稱「希羅文學」）的接受，而無論是

對哪一方的接受都不意味着完全認同，而是包含着商榷乃

                                                             
 4. Gerd Theissen, A Theory of Primitive Christian Religion (trans. John Bowden; London: SCM, 

2000), pp. 1-7. 
 5. 詳參同上，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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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反對。在《新約》作者的各種符號化方案中，希臘、羅馬

世界的文學資源構成了闡釋基督教信仰的重要符碼。 

在既往研究中，集中探討《新約》對希羅文學之接受的

學者多進行互文性閱讀的嘗試，即透過一些希羅文學的傳

統來解讀某部《新約》書冊，以能否達至對這一書冊的全新

理解為檢驗這種嘗試成功與否的標準。6其中，麥克唐納

（Dennis R. MacDonald）在這方面的論述頗具代表性。他

在《狄奧尼索斯的福音書：第四福音與歐里庇得斯》（The 

Dionysian Gospel: The Fourth Gospel and Euripides）、《基

督教化的荷馬：〈奧德賽〉、柏拉圖與〈安德列行傳〉》

（Christianizing Homer: The Odyssey, Plato, and the Acts of 

Andrew）、《荷馬式的史詩與〈馬可福音〉》（The Homeric 

Epics and the Gospel of Mark）、《模仿荷馬：以〈使徒行

傳〉中的四個故事為例》（Does the New Testament Imitate 

Homer? Four Cases from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這些著作

提出「模仿批評」（mimesis criticism）這一理解《新約》的

視角，即將不同的《新約》書冊（包括一些典外文獻）視為

對希羅文學的模仿，而主要的模仿對象是《荷馬史詩》。7

「模仿荷馬」的假說一方面基於《荷馬史詩》的歷史影響

—作為古代希臘、羅馬社會的公共文化遺產並曾隨着希臘

                                                             
 6. 帕西尼奧斯（George L. Parsenios）在希羅文學的啟發下來解讀《約翰福音》中的「告別

話語」（Farewell Discourse）可視為一例，詳參 George L. Parsenios, Departure and 
Consolation: The Johannine Farewell Discourses in Light of Greco-Roman Literature (Leiden: 
Brill, 2005)。 

 7. Dennis R. MacDonald, The Dionysian Gospel: The Fourth Gospel and Euripides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2017)；Dennis R. MacDonald, Christianizing Homer: The Odyssey, Plato, and 
the Acts of Andrew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Dennis R. 
MacDonald, The Homeric Epics and the Gospel of Mark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Dennis R. MacDonald, Does the New Testament Imitate Homer? 
Four Cases from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中譯本：麥克唐納著，葉友珍譯，《模仿荷馬—以〈使徒行傳〉中的四個故事為例》
［北京：華夏，2019］），此處中文標題依該中譯本譯出，其他三部著作的中文標題為
筆者所譯。 

Copyright ISCS 2021



洪曉純 

 360 

化的進程而傳播至近東、中東地區；另一方面則是基於古代

文學創作中的「模仿」習慣，例如維吉爾（Virgil）曾模仿《奧

德賽》（Odyssey）而創作《埃涅阿斯紀》（Aeneid）。8儘管

麥克唐納提出了一些標準來辨識這種文學模仿活動，9但從

具體文本的比較來看，《新約》與《荷馬史詩》的相似性是

否達到可以用「模仿」來概括的程度還有待商榷。另一方

面，「模仿說」是以《新約》延續希羅文學的影響力為前提

的，從這一前提出發而進行的互文性研究，其實是將《新

約》的獨特性消融於希羅文學接受史之中。而在筆者看來，

《新約》作者固然從不同層面上借鑑了希羅文學的傳統和

技巧，但這種「借鑑」是為了更好地與之對話。早期基督徒

作家並非只是借助《荷馬史詩》等古代文學的典範來獲取

《新約》文本在希臘化世界中的流通性，更意在用《新約》

所承載的初代教會傳統來改造希臘－羅馬文化。10有鑑於

此，本文將從「對話」的視角來切入具體的文本比較，以《約

翰福音》與《奧德賽》為例，聚焦於這兩部作品中的認識論

（epistemology），以期展現這種文學對話的可能進路和研

究意義。 

 

 

                                                             
 8. 詳參麥克唐納著，葉友珍譯，《模仿荷馬》，頁 7-10。 
 9. 麥克唐納提出六個標準來辨識古代文本中的文學模仿：可及性、類比、密集度、順序、

鮮明特徵、可解釋性。其中，前兩個標準用來評估可選範本的文化影響力，涉及範本的
年代、自然分佈情況和普及度，也涉及其他古代作家是否也模仿了相同作品的問題。密
集度、順序、鮮明特徵這三個標準則是用來評判、比較不同的文學模仿假設的合理性，
例如：《使徒行傳》到底是直接模仿《荷馬史詩》，還是模仿了其他《荷馬史詩》的模
仿品，即間接模仿荷馬？這三個標準「從闡釋學意義上為連接範本和模仿作品提供了粘
合劑」，而最後一個標準—可解釋性，則是用來評估兩個文本之間的「策略性」差異，
即模仿者有意將自己的範本以及所進行的改動、替換提示給讀者，使讀者獲得新的認知。
詳參麥克唐納著，葉友珍譯，《模仿荷馬》，頁 1-28。 

 10. 例如《路加福音》的作者利用希羅修辭來勸導羅馬帝國的統治階級，以期改變他們的財
富觀，參見楊硯，〈無知財主的比喻（路加福音 12:16-21）與希羅道德勸誨的比較〉，
載《漢語基督教學術評論》15（2013），頁 8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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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案：《約翰福音》與《奧德賽》關於認識論的對話 
如前文所及，《新約》文本的書寫可被視為早期基督徒

群體的一種身份建構活動，那麼《約翰福音》則是其「元話

語」—對這種話語生產的內在機制的揭示。《約翰福音》

的作者通過「道成肉身」的神學以及耶穌在地上的一系列

講話，闡釋了耶穌便是與上帝等同的拯救道路，在「高基督

論」（High Christology）的意義上界定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及

其與猶太教的根本區別，從神學層面完成與其母體宗教的

分割。認識耶穌是基督徒身份建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

而研究這部福音書的作者經常會涉及的議題之一便是認識

論。11透過文本敘事者的聲音以及耶穌的話語，我們可以發

現許多關於「認識」問題的理解，這構成了基督教認識論的

最初表述，儘管因呈現於福音書的敘事框架之內而不夠系

統。與之相似，《荷馬史詩》中的《奧德賽》構成了古希臘

認識論的起源，因為這一作品顯露了古希臘人從神話思維

向理性思維過渡的中間階段，並通過作者筆下的人物形象

及其言行來展現西方理性文明的最初景象。在文本細讀的

基礎上，我們發現《約翰福音》在與認識論相關的人物形象、

敘事場景、觀念闡發等方面與《奧德賽》有着難以忽視的相

似性，但這種相似性可以為兩者間的對話提供哪些可能的

角度，則是下文將詳細論述的內容。 

 

                                                             
 11. 近期的相關學術出版包括：David A. Redelings, The Epistemological Basis of Belief 

according to John’s Gospel: Miracles and Messages in Their Essentials as Nonfictional 
Grounds for Knowledge of God (Eugene, OR: Pickwick Publications, 2011)；Douglas W. 
Kennard, “Johannine Empirical Epistemology with Revelation and Early Jewish 
Perspectivalism”, in Epistemology and Logic in the New Testament: Early Jewish Context and 
Biblical Theology Mechanisms that Fit Within Some Contemporary Ways of Knowing (Eugene, 
OR: Wipe & Stock, 2016)；Harold W. Attridge, “Ambiguous Signs, an Anonymous Character, 
Unanswerable Riddles: The Role of the Unknown in Johannine Epistemology”, New Testament 
Studies 65 (2019), pp. 267-288。 

Copyright ISCS 2021



洪曉純 

 362 

1.  

惠特克（Max Whitaker）在新近出版的《耶穌是雅典娜

還是奧德修斯？》（Is Jesus Athene or Odysseus?）一書中提

出一種理解《新約》及典外文獻中的「耶穌故事」（Jesus 

Stories）的範式：這些敘事將復活後的耶穌描述為「喬裝的

英雄」（disguised heroes）或「喬裝的神」（disguised gods），

或者兩者兼備，由此來展開不同的基督論和形而上學。12惠

特克的詮釋靈感正來源於《奧德賽》：其中的雅典娜作為

「喬裝的神」多次幫助海上歷險的奧德修斯和千里尋父的

特勒馬科斯，而從特洛伊戰爭中獲勝的英雄奧德修斯也喬

裝成乞討者返回故土。13惠特克的分析也涉及《約翰福音》

中的耶穌故事，不過僅局限於其復活後的片段，但這一範

式實際上可以推廣至整部福音書的耶穌形象解讀。 

四部正典福音書講述的都是耶穌生平，但《約翰福音》

用揭示耶穌乃「道成肉身」的「序言」（Prologue）來取代

《馬太福音》的「家譜」和《路加福音》的「出生和童年敘

事」，除了闡明耶穌的神聖來源，還用「他在世界，世界也

是藉着他造的，世界卻不認識他。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

的人倒不接待他」（約 1:10-11）14來概括整部福音書中耶

穌與他人的相遇。不管是猶太人還是外邦人，最初對耶穌

的身份都感到茫然，耶穌就像陌生人一樣來到「自己的地

方」，如同闊別二十年才回到故國伊塔卡的奧德修斯一般。

耶穌對拿但業、尼哥底母、撒瑪利亞婦人等人的過往經歷

都了若指掌，初次相遇卻如重逢，就像奧德修斯見到牧豬

奴歐邁奧斯、兒子特勒馬科斯、女僕歐律克勒婭和妻子佩

                                                             
 12. Max Whitaker, Is Jesus Athene or Odysseus? Investigating the Unrecognisability and 

Metamorphosis of Jesus in his Post-Resurrection Appearances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9). 
 13. 同上，頁 2-3。 
 14. 此處所引用的聖經中文翻譯出自新標點和合本，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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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洛佩一樣，因為他們都是「自己的人」。但明顯不同的是，

奧德修斯的故人最終都能識別他的真實身份，而耶穌所宣

講的對象對他的身份的認識程度卻參差不齊，因為耶穌不

僅是「喬裝」的人，也是「喬裝」的神，兼有「人子」和「神

子」兩種身份。 

上世紀著名的新約學者陶德（C. H. Dodd）曾專門就《約

翰福音》中的「人子」（Son of Man）和「神子」（Son of 

God）這兩個概念作了考證和解讀。他指出「人子」的概念

源自猶太先知文學和啟示文學中的「彌賽亞盼望」，《但以

理書》七章刻畫了人子「駕着天雲而來」，在「亙古常在者」

面前「得了權柄、榮耀、國度」的情景。在第二聖殿猶太教

的文獻，如《以諾一書》中，「人子」作為「彌賽亞的頭銜」

而被使用。15至於「神子」的來源則與古代近東和希臘、羅

馬社會的統治者杜撰自己的神聖出身的傳統有關，如塞琉

古王朝的安提阿古四世（Antiochus IV），便自稱是 θεὸς 

ἐπιφανής（神的顯現者），而將 Logos 與「神子」等同則是

斐洛的首創。在《約翰福音》中，「神子」是其基督論的獨

特表述—指明了耶穌與上帝「父子合一」的關係。16這部

福音書的基督論與前三部正典福音書的不同之處，在於對

耶穌的人性和神性的辯證統一進行了深入的闡述，並集中

反映於「人子」和「神子」這兩個概念的使用上。17儘管《約

翰福音》在整體敘事框架上與《奧德賽》相似—都涉及王

者回歸與故人相認，但作為這種「認知敘事」中主要的認識

對象，耶穌的神性決定了這種認識活動所具有的特殊性，

                                                             
 15. C. H. Dod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ourth Gosp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 241-249.  
 16. 同上，頁 250-262。 
 17. Paul N. Anderson, The Riddles of the Fourth Gospel: An Introduction to John (Minneapolis: 

Fortress, 2011), pp. 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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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不是所有與之相遇的人都可以把握的。拿但業與尼哥

底母對耶穌的認識便構成一種有趣的對照。知道耶穌在無

花果樹底下看到自己，拿但業便說：「拉比，你是上帝的兒

子，你是以色列的王。」（約 1:49）他之所以能完整地認識

耶穌「人子」兼「神子」的身份，是因為如耶穌所說「是個

真以色列人」，「心裏是沒有詭詐的」（約 1:47），耶穌也

因此允諾他「將要看見比這更大的事」（約 1:50）。作為

「猶太人的官」的尼哥底母則不同，他是個恪守律法字面

教導的法利賽人，聽完耶穌關於「重生」的呼召，他茫然不

解，以為這指的是「再進母腹生出來」，並質疑「怎能有這

事呢？」（約 3:1-9）在他眼裏，耶穌只是「由上帝那裏來

作師傅的」，因為有上帝同在而能行神蹟。（約 3:2）《約

翰福音》中「猶太人」一詞的貶義色彩已為學界所廣泛討論，

學者們普遍認為這是一種爭論性的語言（polemic language），

多指不信耶穌或與他為敵的人而非完全否定猶太人和猶太

教。18相反，「以色列人」或「以色列」則帶有褒義（約 1:31,49，

12:13），耶穌的到來正是為了成全源自「以色列」的信仰，

他所宣揚的信仰比法利賽人等「猶太人」的信仰更「真」。
19由此可見，拿但業與尼哥底母在認識耶穌上的不同表現，

正是「以色列人」與「猶太人」之差別的具象化。隨着敘事

的推進，耶穌與「猶太人」的衝突越演越烈，並進一步激化

為眾門徒與「世界」的張力。 

 

                                                             
 18. 可參見 U. C. von Wahlde, “The Johannine ‘Jews’: A Critical Survey”, New Testament Studies 

28 (1982), pp. 33-60；Adele Reinhartz, “‘Jews’ and Jews in the Fourth Gospel”, in Reimund 
Bieringer, Didler Pollefeyt & Frederique Vandecasteele-Vanneuville (eds.), Anti-Judaism and 
the Fourth Gospel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1), pp. 213-230。 

 19. 參見 Robert Kysar, “Anti-Semitism and the Gospel of John”, in Craig A. Evans & Donald A. 
Hagner (eds.), Anti-Semiticism and Early Christianity: Issues of Polemic and Faith 
(Minneapolis, MN: Augsburg Fortress, 1993), pp. 113-127，作者在其中討論了「猶太人」
與「以色列人」這兩個身份標籤各自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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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認識耶穌是《約翰福音》的敘事主題，而這種認識活動

往往與「看」的動作相關，「序言」部分便有「我們也見過

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的宣告。在整部福音書中，

我們可以發現多個「來看（ἔρχου καὶ ἴδε）耶穌」的敘事片

段：施洗約翰跟自己的門徒說「看哪，上帝的羔羊」（約 1:29，

另參約 1:36）；腓利對拿但業說「你來看」，指引他到耶穌

的身邊（約 1:46-47）；撒瑪利亞婦人在與耶穌對話之後往城

裏去並對眾人說「你們來看」（約 4:27-30）。20這種「眼見

為實」的認識觀也反映在渴求神蹟的猶太人身上，並遭到

耶穌的駁斥：「若不看見神蹟奇事，你們總是不信。」（約

4:48）確切地說，作者採用「文字遊戲」（word-play）的手

法來與這種認識觀進行對話：一方面借耶穌之口加以批判，

另一方面也在耶穌的許多話語中將「看」與「認識耶穌」、

「信耶穌」聯繫在一起，從而賦予「看」超出感官活動的內

涵。第九章中「靈性的盲目」這一片段便是其隱喻性的表達：

生來瞎眼的人被耶穌治好，在耶穌告訴他已經看見上帝的

兒子之後，他立刻回應以「主啊，我信！」（35-38 節）更

耐人尋味的是，敘事者以反諷的筆觸來展開耶穌與法利賽

人接下來的對話： 

 

耶穌說：「我為審判到這世上來，叫不能看見的，可以

看見；能看見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裏的法利賽人聽見

這話，就說：「難道我們也瞎了眼嗎？」耶穌對他們說：「你

們若瞎了眼，就沒有罪了；但如今你們說『我們能看見』，

所以你們的罪還在。」（約 9:39-41d） 

                                                             
 20. W. Hulitt Gloer, “‘Come and See’: Disciples and Discipleship in the Fourth Gospel”, in Robert 

B. Sloan & Mikeal C. Parsons (eds.), Perspectives on John: Method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Fourth Gospel (Lampeter: Edwin Mellen Press, Ltd., 1993), pp. 269-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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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能「看見」耶穌便不是瞎眼的，視而不見則與瞎眼無

異。21耶穌本身便是這種靈性層面的「看見」的顯化，因為

「從來沒有人看見上帝，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他表明

出來」（約 1:18）。 

在《奧德賽》中，眾人在尋索、識別多年來杳無音訊的

奧德修斯時，也秉持「眼見為實」的認識觀，即便只能借助

他人來了解情況，也強調對方需講述「親眼所見」。22當特

勒馬科斯前往皮洛斯和拉克得蒙探查奧德修斯的下落時，

他對涅斯托爾和墨涅拉奧斯都這樣說：「我就是為這事來

這裏向你懇切請求，／希望你能告訴我他慘遭死亡的消息，

／或是你親眼目睹，或是聽遊蕩人說起，／母親生下他，似

乎就是讓他遭不幸。／請不要心存顧慮，也不要痛惜憐憫

我，／你要詳細告訴我你親眼看到的情形。」（第 3 卷第

92-97 行，第 4 卷第 322-327 行）23但吊詭的是，雅典娜正

是通過幻化為門托爾（第 2 卷第 401-404 行）、海鷹（第 4

卷第 371-376 行）等形象來幫助特勒馬科斯。「眼見為實」

的認識觀讓幻象被當成現實，荷馬生動地再現了古希臘史

詩時期樸素的認知圖景，這種認知傳統延續至古典時期並

進入哲學討論。有趣的是，在柏拉圖語境中，表達真實的

「理念」、「形式」與虛幻的「影像」的希臘語名詞分別是

ἰδέα、εἶδος 和 εἰκών，三者都源自動詞 εἴδω（看見），而形

容詞 εἰδώς（已知的）也是 εἴδω 的派生詞。換言之，「認識」

源於「看見」，而認識的對象可能是真實的、永恆的，也可

                                                             
 21. Sandra M. Schneiders, “To See or Not to See: John 9 as a Synthesis of the Theology and 

Spirituality of Discipleship”, in R. Alan Culpepper, John Painter, & Fernando F. Segovia (eds.), 
Word, Theology, and Community in John (Danvers: Chalice, 2002), pp. 211-228.  

 22. 陳中梅，《神聖的荷馬：荷馬史詩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 103-124。 
 23. 本文所引用的《奧德賽》中文翻譯皆出自：荷馬著，王煥生譯，《荷馬史詩．奧德賽》

（北京：人民文學，1997），將以括弧注的方式標注該中譯本所載原著章節記號，以此
來注釋引文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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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虛幻的、變動不居的。24至此，我們不難發現，《約翰

福音》中關於「看見」與「認識」的表述可上溯至古希臘的

哲學語言，更可能與《奧德賽》中的認識論相關。但福音書

的作者將這種認識活動的對象聚焦於作為啟示者的耶穌，

「靈性的盲目」這一片段更意在突顯這種「看」作為認識活

動的特殊性—耶穌主動的啟示在先，生來瞎眼的人帶着

信心的回應在後，沒有耶穌的啟示，這種靈性層面的「看見」

便無從發生。如果說《奧德賽》中的「看見」強調感官認識

的重要性，而柏拉圖哲學中的「看」被引申為對「理念」的

「直觀」，那麼，《約翰福音》中的「來看」則增添了「啟

示」的維度，人與上帝的聯繫藉由耶穌而重建才是這種認

識活動的旨歸。 

 

3.  

《約翰福音》與《奧德賽》關於認識論的對話還可從另

一層面展開—「發現」場景。在《識別陌生人：〈約翰福

音〉的發現場景》（Recognizing the Stranger: Recognition 

Scenes in the Gospel of John）一書中，拉森（Kasper Bro Larsen）

以古希臘文學中的「發現」（ἀναγνώρισις）這一場景為視角

來閱讀《約翰福音》，將其與這部福音書各章節中不同的人

對耶穌身份的「發現」進行比較。25拉森認為，對耶穌真實

身份的認知是這部福音書的重要主題，並以不同的方式來

表達，而「發現」場景正是其中一種重要的表達方式。《奧

德賽》是古希臘文學中最早呈現「發現」主題的作品，而亞

                                                             
 24. 相關的討論集中於柏拉圖《理想國》卷六 508 節往後的片段。希臘語原文及英文翻譯可

參見 Plato, The Republic.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Paul Shorey, Vol 2, Books VI-X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1963), pp. 98-117。 

 25. Kasper Bro Larsen, Recognizing the Stranger: Recognition Scenes in the Gospel of John 
(Leiden·and Boston: Bril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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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士多德在《詩學》（Poetics）中則特別指出「發現」是複

雜情節的關鍵組成要素，《俄狄浦斯王》（Oedipus Rex）中

主人公身份的被發現與情節的「突轉」同時發生，因而是

「最佳的發現」。26拉森歸納了「發現」場景的幾個關鍵要

素：相遇、認知阻力、展示證物、發現的頃刻、場景參與者

之間的互動與相聚。27在具體的文本分析和比較中，拉森也

不時指出《約翰福音》與《奧德賽》的不一致之處，比如，

儘管耶穌也用帶有歧義的話來掩飾自己的真實身份，但並

不像奧德修斯一樣大費周章，因為耶穌畢竟是「啟示者」，

暫時隱瞞身份只是因為「時候未到」，而不是因為懼怕引來

自身的危險。28拉森的解讀將「發現」場景這種視角貫穿於

整部福音書，但在筆者看來，並非每一章節都與古希臘文

學中的這類場景非常相似或有值得深究的同中之異。鑑於

此，下文只選取第四章「耶穌與撒瑪利亞婦人談道」和第二

十章「解除多馬的疑惑」這兩個文段，分別與《奧德賽》第

19 卷、第 23 卷對話，展示兩個文本之間「有意味的差異」。 

《奧德賽》第 20 卷第 467-475 行刻畫了奧德修斯的老

女僕歐律克勒婭在替他歷險二十年終歸故土，但掩飾了真

實身份的主人洗腳的場景： 

 

老女僕伸開雙手，手掌抓着那傷疤， 

她細心觸摸認出了它，鬆開了那隻腳。 

那隻腳掉進盆裏，銅盆發出聲響， 

水盆傾斜，洗腳水立即湧流地面。 

                                                             
 26. 亞里士多德在《詩學》第十章中如此闡述：「所謂『簡單行動』，正如上文解釋過的，

指連貫、整一，其中的變化沒有突轉或發現伴隨的行動。所謂『複雜行動』，指其中的
變化有發現或突轉、或有此二者伴隨的行動。」詳參亞里士多德著，陳中梅譯，《詩學》
（北京：商務，2017），頁 88。 

 27. Larsen, Recognizing the Stranger, pp. 63-71.  
 28. 同上，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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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女僕悲喜交集於心靈，兩隻眼睛 

充盈淚水，心頭充滿熱切的話語。 

她撫摸奧德修斯的下頜，對他這樣說： 

「原來你就是奧德修斯，親愛的孩子。 

我卻未認出，直到我接觸你主人的身體。」 

 

《約翰福音》中有一幕可與上述引文形成耐人尋味的對照：

耶穌死後復活，向眾門徒顯現，唯獨多馬沒有在場，也不相

信其他門徒的見證，卻說「我非看見他手上的釘痕，用指頭

探入那釘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總不信。」（約 20:24-

29）八日後耶穌再次顯現，讓多馬探入他的肋傷，才令多馬

相信。「我的主，我的上帝！」多馬看見耶穌後發出了克服

內心疑惑的呼喊。兩個場景存在以下的基本相似點：一、主

人歷險歸來；二、僕人（門徒）一開始沒認出主人；三、僕

人（門徒）後來通過觸摸（看見）主人的傷疤，才確認主人

的身份；四、僕人（門徒）驚呼主人，與之相認。但兩個場

景的結尾處卻大相徑庭：奧德修斯命令老女僕不要洩露自

己的真實身份，而耶穌則嗔怪多馬：「你因看見了我才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 

《荷馬史詩》的專研者陳中梅在論《奧德賽》的認識論

時特別提及了奧德修斯的傷疤，認為歐律克勒婭憑藉這一

「標記」（σῆμα）認出奧德修斯，這種憑藉證據的認識方

式，正是古希臘認識觀從「秘索思」（mythos，神話故事）

向「邏各斯」（logos，理性思維）轉變的中間環節。29在第

21 章，奧德修斯向他的牧豬奴和牧牛奴表露自己的真實身

份時也說：「你們走過來，我要給你們展示一個／明確的標

記，讓你們心中堅信不疑，／一個傷疤，同奧托呂科斯的兒

                                                             
 29. 陳中梅，《神聖的荷馬》，頁 367-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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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們一起，／在帕爾涅索斯山野豬用白牙咬傷我留下。」

（第 217-220 行）面對懷疑自己身份的僕人（門徒），奧德

修斯的做法與耶穌不約而同—都是通過出示自己的傷疤

作為「明確的標記」。不同之處在於，這是奧德修斯精心策

劃的相認環節，他對這種「被發現」的方式是認可的；而耶

穌出示肋傷則多少有些無奈，儘管未完全否定多馬的信心，

但也提出了更高的期許：希望他能「沒有看見就信」，能憑

藉信心克服認識過程中的疑惑。30 

關於「標記」在「發現」場景中的作用，荷馬在奧德修

斯與佩涅洛佩夫妻相認的片段中進一步展開。佩涅洛佩在

聽到歐律克勒婭說奧德修斯已平安歸來時雖然激動，但仍

保持一貫的「審慎」，她以移動婚床來考驗奧德修斯，奧德

修斯則準確地說出婚床製作的經過，以及其中「結實的機

關」導致其不可能被移動。「這就是我作成的標記。」斬釘

截鐵的回答使得佩涅洛佩「一聽雙膝發軟心發顫」，「熱淚

盈眶急忙上前」，終於夫妻團聚。（第 23 卷第 175-207 行）

如果說其他人的腿上也可能碰巧有類似的傷疤，那麼，婚

床的秘密則是奧德修斯與佩涅洛佩之間獨有的「符契」，是

「確鑿無疑端」（第 23 卷第 206 行）的證據。《約翰福音》

中撒瑪利亞婦人與耶穌相遇的情節也有着相似的敘事要

素。面對耶穌這位異鄉來客，撒瑪利亞婦人如何獲知其身

份？通過耶穌對她有過五個丈夫但現在有的並非其丈夫這

一私事的了解，通過他對「時候要到，現在就是」的宣告，

因為只有彌賽亞才能將一切的事情告訴她（4:16-18, 23-

                                                             
 30. 對「疑惑的多馬」這一片段的傳統解讀聚焦於多馬的「疑惑」，即批評他獲得信心的方

式；但也有一些學者從人物的敘事功能着手，就多馬這一形象而言，也可以被理解為基
督論敘事高潮的背景，同時隱含着對早期教會的勸導。詳參 William Bonney, Caused to 
Believe: The Doubting Thomas Story at the Climax of John’s Christological Narrative (Leiden: 
Bril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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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曾有不少學者認為這一片段戲仿了《舊約》中以撒與

利百加、雅各與拉結、摩西與西坡拉井邊相遇的「婚約類型

場景」（betrothal type-scene），延續着該福音書第三章中

「耶穌是新郎」的隱喻。31拉森則指出「婚約類型場景」中

包含禮物交換（比如以撒給利百加的金環），而「發現」場

景同時處理了交往與認知的問題，後者才是「耶穌與撒瑪

利亞婦人井邊論道」的敘事焦點。32的確，儘管撒瑪利亞婦

人的故事中並沒有涉及具體的標記，但與佩涅洛佩的故事

一樣，都屬於亞里士多德《詩學》所列的第四種「發現」—

通過推斷引出的發現。33換言之，「標記」代表了人的理性

能力從經驗世界吸收的認識對象，連接着過往的經歷與當

下的判斷，是理性能力發揮作用的起點。奧德修斯、佩涅洛

佩都是心思深沉、能以理性駕馭情感的人物，而一系列通

過出示「明證」、「標記」的認知過程，也表露了荷馬對人

的理性認識能力的推崇。《約翰福音》的作者則與之不同。

在他的筆下，撒瑪利亞婦人與耶穌之間的對話是逐層展開

的，涉及以下幾個問題：一、猶太人為何向撒瑪利亞人要水

喝？二、沒有打水的器具如何從深井裏得活水？三、婦人

有沒有丈夫？四、禮拜的地方應當在哪裏？在這多次問答

中，耶穌都引導撒瑪利亞婦人擺脫習俗、成見或眼前事實

                                                             
 31. 例如 Lyle Eslinger, “The Wooing of the Woman at the Well”, in Mark W. G. Stibbe (ed.), The 

Gospel of John as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Twentieth-Century Perspectives (Leiden,·New 
York·and Köln: E. J. Brill, 1993), pp. 165-182；以及 Harold W. Attridge, “The Character of 
the Samaritan Woman of John 4: A Woman Transformed”, in Steven A. Hunt, D. Francois 
Tolmie, & Ruben Zimmermann (eds.), Character Studies in the Fourth Gospel: Narrative 
Approaches to Seventy Figures in John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3), pp. 268-281。 

 32. Larsen, Recognizing the Stranger, p. 125.  
 33. 亞里士多德在《詩學》第十六章中討論了六種「發現」：一、由標記引起的發現；二、

由詩人牽強所致的發現；三、通過回憶引起的發現，其觸發因素是所見到的事物；四、
通過推斷引出的發現；五、複合的、由觀眾的錯誤推斷引起的發現；六、出自事件本身
的發現，這種發現能使人吃驚，其導因是一系列按可然的原則組合起來的事件。亞里士
多德認為最後一種發現是最好的。詳參亞里士多德，《詩學》，頁 11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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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認知的限制。他說，「婦人，你當信我」（約 4:21），可

見，「信心」才是認識耶穌的竅門，藉此方能「用心靈和誠

實」來敬拜上帝（約 4:23）。34撒瑪利亞婦人後來將與耶穌

的相遇告知城裏的人：「莫非這就是基督嗎？」（約 4:29）

城裏的許多人紛紛去見耶穌並信了他，卻對婦人說：「現在

我們信，不是因為你的話，是我們親自聽見了，知道這真是

救世主。」（約 4:42）一些學者因此認為撒瑪利亞婦人的見

證並不成功，其「女使徒」的身份也被敘事者所否定。35這

爭論姑且擱置，但這種「反高潮」式的結尾從另一角度印證

了《約翰福音》與《奧德賽》不同的認識論：理性範疇內的

證據從來都不是認識耶穌的關鍵，與啟示者的相遇及以信

心來回應才是。 

 

三、結論：《新約》與希臘－羅馬文學對話的意義 
上一節以《約翰福音》與《奧德賽》之間關於認識論的

對話為個案，來探究其分別代表的《新約》與希臘－羅馬文

學之間可能存在的互動關係。通過具體的互文性分析，我

們發現：儘管兩個文本都突顯了「認識」的議題，儘管《奧

德賽》中「王者喬裝而來」的敘事傳統、對「看見」的強調、

以「發現」為主題的敘事場景也被《約翰福音》接納，但後

者以「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上帝的兒子」，「就可以因

他的名字而得生命」36（約 20:31）為寫作目的，以道成肉
                                                             
 34. 蒂塔依爾（Benny Thettayil）認為“ἐν πνεύματι καὶ ἀληθείᾳ＂這一短語是指在耶穌的位格

之內敬拜上帝，這裏的“πνεῦμα＂應該被理解為聖靈而不是人的靈。詳參 Benny 
Thettayil, In Spirit and Truth: An Exegetical Study of John 4/19-26 and a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Replacement Theme in the Fourth Gospel (Leuven: Peeters, 2007), pp. 123-
160。由此可知，只有認識到耶穌作為「神子」的身份，才能與上帝建立聯繫。 

 35. 另有拙文專門探討這問題，請參洪曉純，〈戲劇性的演繹與張力—重釋《約翰福音》
中耶穌與撒瑪利亞婦人的故事〉，載《基督教思想評論》24（2020），頁 177-189。 

 36. 艾奇智（Harold W. Attridge）認為《約翰福音》中的耶穌是上帝的名字“I Am＂的化身，
這可能是受到斐洛的影響—上帝的名字成為可見的異象，「可聽者」也是「可視者」
（visionary auditor or insightful hearer）。但除了以此表現上帝的存在，斐洛並沒有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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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耶穌這一上帝的奧秘作為認識對象，這決定了其認識

論的獨特之處—以啟示和信仰為終極目的。《奧德賽》作

為古希臘理性傳統在萌芽階段的一種文學表徵，其隱含的

認識論強調人的感官經驗和有所依據的推斷，儘管神明的

干預並未退場，但其在《伊利亞特》（Iliad）中的主導地位

已被人的理性所替代。易言之，《約翰福音》披着古希臘理

性主義的「外衣」來宣講一種超越理性的認識論，而這種認

識論是內蘊着拯救論的。 

至此，我們得以管窺在《約翰福音》與《奧德賽》之間

展開對話的可能進路，而就《約翰福音》自身的研究而言，

與希羅文學的對話也有利調整該領域當前的學術焦點。二

十世紀的《約翰福音》研究可以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

段以布爾特曼（Rudolf Bultmann）所倡導的、從希臘宗教

（主要是諾斯替主義[Gnosticism]）的影響來理解這部福音

書當中的「拯救者」及其啟示話語；37第二階段則以布朗

（Raymond E. Brown）和馬汀（James Louise Martyn）為代

表，側重《約翰福音》與猶太教的關係，逐漸形成「約翰群

體」（Johannine Community）假說及其所代表的社會歷史

解讀範式。38此外，「死海古卷」的出土也從考古文獻上佐
                                                             

何為上帝的本質，而《約翰福音》的作者則更進一步：通過道成肉身的耶穌對自己作為
上帝的名字的宣告—「我是」（ἐγω εἰμί），來允諾認識他的人以永生。詳參 Harold W. 
Attridge, “What’s in a Name? Naming the Unnameable in Philo and John”, in Joel Baden, 
Hindy Najman, & Eibert J. C. Tigchelaar (eds.), Sibyls, Scriptures, and Scrolls: John Collins 
at Seventy (Leiden: Brill, 2017), pp. 85-95。 

 37. Rudolf Bultmann, The Gospel of John: A Commentary (trans. G. R. Beasley-Murra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1).  

 38. 布朗的《〈約翰福音〉評注》多從猶太宗教、希伯來聖經傳統來分析經文的含義，詳參
Raymond E. Brow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Notes by 
Raymond E. Brown, S.S.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66)，而另一代表作《最
愛門徒的群體：一種新約時代的教會生活及其愛憎》（The Community of the Beloved 
Disciple: The Life, Loves, and Hates of an Individual Church in New Testament Times; New 
York, Ramsey and Toronto: Paulist Press, 1988）也在重構「約翰群體」的過程中充分考慮
了猶太基督徒的影響。馬汀則在《〈約翰福音〉的歷史與傳統》（History and Theology 
in the Fourth Gospel; 3rd ed.;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3）一書中提出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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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了《約翰福音》與第二聖殿猶太教的緊密聯繫，為後一種

解讀範式提供了一些史料上的支持。39在布爾特曼之後，鮮

有新約學者集中而直接地從希臘傳統出發來解讀《約翰福

音》，文本當中富有希臘色彩的表達，多被認為取法自「希

臘化猶太教」。40這種研究取向，也使得學者們將更多精力

傾注猶太文學傳統對《約翰福音》的影響，而忽視了希羅文

學傳統也可能曾為作者提供謀篇佈局和遣詞造句的靈感。

若要糾正這種偏頗，與希羅文學的具體作品展開基於文本

細讀的比較、對話則是不可或缺的。 

另一方面，雖然基督教文學的源頭無疑應追溯至聖經，

但從整體上明確地將聖經當成文學來閱讀卻是晚近時期才

出現的。二十世紀初的西方文學批評界曾興起一場「作為

文學的聖經」（Bible as Literature）運動，並在五十年代達

到高潮，但人們對新約文學的興趣明顯不及舊約文學。41另

一方面，在新約批判研究領域，學者們在「形式批評」（Form 

Criticism）、「編修批評」（Redaction Criticism）等方法論

的影響下，早已留意到《新約》的一些文學屬性，但歷史批

判學的旨趣多為尋索文本背後的「生活情境」（Setz im Leben）

而非將其置於古代猶太文學、希羅文學傳統中進行專門的

分析。42這種情況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得到顯著的改變。

                                                             
這部福音書解讀為一部「雙重的戲劇」，即表層的戲劇講述的是耶穌的生平而底層隱含
着「約翰群體」被趕出猶太會堂的經歷，並由此解釋《約翰福音》中多處對「猶太人」
的負面描寫。 

 39. James H. Charlesworth, “A Study in Shared Symbolism and Language: The Qumran 
Community and the Johannine Community”, in James H. Charlesworth (ed.), The Bible and 
the Dead Sea Scrolls. Volume Three: The Scrolls and Christian Origins (Waco, TX: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97-152.  

 40. 如「序言」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很可能借鑑自《所羅門智訓》（Wisdom of 
Solomon）和斐洛的著作，詳參 Dod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ourth Gospel, pp. 273-285。 

 41. 詳參萊肯著，梁工譯，〈「作為文學的聖經」在西方〉，載《聖經文學研究》16（2018），
頁 1-18。 

 42. 參見 Lyle Eslinger, “Narratorial Situations in the Bible”, in Vincent L. Toller & John Maier 
(eds.), Mappings of the Biblical Terrain: The Bible as Text (Mississauga, Ontario: Associ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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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跨學科浪潮的興起，文學的學科視角和方法更多地介

入這一濫觴於十八世紀的批判性研究領域。43目前，文學研

究已成為與歷史研究、神學研究、社會科學研究並行的聖

經研究範式，其中，《新約》與希羅文學之間的互動也逐漸

為學界所關注。44通過與希羅文學進行比較、對話，以之為

參照系，可以更好地展現《新約》的文學價值，有助從源頭

上探清基督教文學的形成與發展的內在邏輯。 

 

作者電郵地址：xiaochunhong0301@gmail.com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52-259。文章第一部分便指出了歷史批判學者與文學研究者
在面對同一聖經敘事片段時的不同反應。 

 43. 這類研究最早圍繞《約翰福音》而進行，參見 R. Alan Culpepper, Anatomy of the Fourth 
Gospel: A Study in Literary Design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3)和 Stibbe, The Gospel of John 
as Literature。 

 44. 《新約》各個部分與希羅文學的互動研究，可參見 John Fotopoulos, The New Testament 
and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in Greco-Roman Context: Studies in Honor of David E. Aune 
(Leiden·and Boston: Bril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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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Testament texts were ferment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reco-Roman culture and Jewish tradition, 

assimilating literary resource from Greco-Roman world, but not 

simply being an imitation. This article sets the Gospel of John 

and Odyssey as examples, centering on epistemology, and 

initiating a dialogue between these two texts. Both are 

narratives about the return of a king, and his encounters with his 

own people, but Odysseus is finally recognized by all, while 

only several disciples, know about Jesus. In these two texts, 

cognitive activities are connected with the action “see” and the 

scene of anagnorisis is utilized to represent the issue of 

epistemology. Homer advocates the view of “seeing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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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ieving”, demonstrating the transitory stage between mythos 

and logos in Ancient Greece. Nonetheless, the Fourth 

Evangelist challenges this way of knowing. In sum, dialogue 

between New Testament and Greco-Roman literature 

contributes to tracing the origins of Christian literature and 

highlights the literary value of the New Testament. Meanwhile, 

it can stimulate the exchange between literary and social-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field of Early Christia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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